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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政策科学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学科。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政策科学学科的发展
历程，审视学科发展的成效与不足，中国特色政策科学发展仍拥有广阔的未来。因此，必须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转折，把握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推进中国特
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以适应新时代迅速变化着的中国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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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共政策(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与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或行政学)是在
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特殊学科领域。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脚步，
我国恢复政治学及行政学这一中断了几十年的学科专业的研究与教学，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这
个国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的新研究领域同步传入我国，由此开启了中国政策科学
构建与发展的进程。在纪念改革开放 40年的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上，回顾、展望与反思近 40 年来
尤其是近一二十来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的建构
与发展，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
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或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是二战后首先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兴
起的一个跨学科、综合性和应用性的新研究领域。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开始，美国大
学的学者及思想库分析家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内力”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外力”的推动下，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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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解决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为导向的新学科研究，开创了拉斯韦尔所说的社会科学中的“政
策方向”(Policy Orientation)。60年代末 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途径迅速发展并体
制化。到了 80年代末，在走过了一条学科化、组织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之后，政策科学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相对成熟而富有活力的新学科领域。
政策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作为现代科学知识分支的出现与人类社会进入新
历史时代以及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诞生地美国当时的特殊
社会发展状况有关。到了 20世纪 60年代，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开始由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贝尔 1973 年写
成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首次较为系统地描述了人类社会这一新时代的基本特征)。进入当
代，全人类以及各国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政策问题，而作为政策科学诞生地的美国更是面临着
大量紧迫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如战争、贫困、犯罪、种族冲突、学生造反等) ，解决这
些问题的政策及其研究也就变得日益迫切和重要，社会需要促成了政策科学的兴起。与此同时，
战后的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交叉融合和整体化的趋势。然而，科学进步并未
直接促进或提高解决人类政策问题的能力，西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和碎片化则导致了它对
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的偏离。因此，迫切需要一门以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为导向，以端正
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为目标的跨学科、综合性的新学问———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它生逢其
时。此外，智库或思想库的成熟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诞生的催化剂。“智库或思想库是现代政
策科学的发源地与成长的摇篮，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智库或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
智库或思想库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最纯粹的组织体现，而政策科学则是智库或思想库建设
的最直接的和最主要的支撑学科之一。”①政策分析与智库(思想库)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生
存同命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是该学科的一个特殊之点。
何谓政策科学?依照“现代政策科学的创立者”拉斯韦尔的观点，政策科学是以制订政策规
划和政策备选方案为焦点，运用新的方法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分析的学问;②另一位政策科学的奠
基者德洛尔认为，政策科学要理解政策如何演变，在总体上特别是在具体政策上改进政策制订过
程;《政策研究百科全书》主编那格尔所下的定义则是: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的公共
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的研究。③我们在《政策科学》等论著中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一个综合地
运用人类创造起来的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探求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
结果的学科，目的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政策制定质量。政策科学的范
式特征包括:一是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取向，它在新的学术框架中将各种可以应用于
政策研究及政策问题解决的知识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倡导“以问题为中心”的新型知识
产生方式，而非“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三是着力于实践应用，它以行动为取向，既在实
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四是注重价值分析与价值评价，价值分析与事实分析一
起构成政策科学两大方法论基础，该学科不仅关心事实，而且更关心价值和行动，重视价值取向
和价值评价。
政策科学以其一系列独特、新颖的范式以及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
用，而备受各国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关注，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一个重要
而又充满活力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的兴起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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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德洛尔、里夫林) ，它构成当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拉纳) ，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
“最重大的突破”(冯贝米)或“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罗迪) ，甚至有些学者曾一度试
图用政策科学来取代传统的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①
中国的政策科学及行政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科)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政策科学学科兴起的强大催化剂和推动力。正如恩格斯在《自然
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
进。”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亟待政策科学建构及其理论指导，这一实践也为该学科提供
了发展机遇和研究主题。20世纪 80年代初，为了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与现代化建设发展需
要，响应邓小平同志 1979年 3月 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学、法学、
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③之号召，我国开始恢
复政治学及行政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国外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这一新领域随之受到关注而被
迅速引入到政治学及行政学的学科之中。
纵观近 4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以世纪之交为界，大致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
划分为前后各 20个年头的两个时期或阶段:
(一)20世纪 80年代初至 20 世纪末:学科的引进与初创时期。起初，一些高校学者和实际
部门的政策研究者注意到了国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中的这个新领域，着手进行介
绍、引进和初步的研究工作，并提出建立中国的政策(科)学。例如，孟繁森在《理论探讨》1983 年
第 7期发文，提出“需要建立一门研究党和国家生命的科学———政策学”。这是中国政策科学建
构与发展的起点。1986年，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
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成为中国政策科学建
构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政策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它作为我国社会科学
(特别是政治学和行政学)以及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地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政
策科学的研究与教学逐步走上正轨并体制化。
(二)21世纪以来:学科的拓展与成熟时期。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推进以及国家政策实践需求(特别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决策咨询系
统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迫切需要)的增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启动，数
以百计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院或研究院的建立，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学科不断
拓展，持续成长，影响力增强，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软科学)的一个相对独
立的学科领域。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判断一个学科及其分支或主题领域是否成熟为一个独
立学科或分支，主要依据如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标准:研究对象或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公认的研
究范式、成熟的学科(社会)建制。④可以说中国政策科学满足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这三个衡量
标准，已经基本成熟了。
二
经过学界与政界 40年的共同努力，中国政策科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在知识增长、学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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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是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模式的特定的科学成就，或说是多数甚至全部的研究者所认同的一
套成文或默许的制度，包括学科的术语、理论、方法、假设、论证方法、体系原则、操作规则等;学科的社会建制指的是一个学
科的机构设置，包括学术团体、基金来源、出版发行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等。
设、人才培养、知识应用以及职业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政策科
学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增长迅速。在初创时期，翻译出版一批国外政策科学的经典及代表性论著(例如，
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过程》、安德森的《公共决策》、那格尔主编的《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德洛
尔的《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等) ;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地方的学术研究或调研咨询课题;发表了大
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数十部政策科学专著或教材(包括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陈庆云
编著的《公共政策分析》，陈振明主编的《政策科学》等)。近一二十年来，我国政策科学领域的文
献迅速增加，国外政策科学的大量论著被翻译介绍过来，多家著名出版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和三联书店)推出了“公共政策经典译丛”，国内学者也出版了大量的公共政策学的专著或教
材(例如，仅 MPA核心课程“公共政策分析”的教材就达数十本之多)。学界在国外公共政策学
理论和方法成果的评介、引进和消化，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中国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中
国优秀的政策遗产的继承，当代中国及世界现实政策问题尤其是经济社会政策问题等方面的研
究上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体系的探索也开始起步。
(二)学术交流活跃。在初创时期的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初，一批国外著名的政策科学家
(例如那格尔、德洛尔、弗莱什曼等人)来华讲学，国内的教学科研机构和党政部门的政研机构与
国外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或思想库(智库)开始建立起学术交流关系;首批公共政策相关学科专
业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回国，带回了国外政策科学发展的大量新信息。国内学界的学术交流也
逐步展开，例如，20世纪 90年代召开过五次规模较大的全国性政策科学研讨会(其中包括 1991
年 8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策科学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创立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1992 年
10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理论研讨会)。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公
共政策学界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活动内容包括学术会议、人员互访、课题合作和资料交流等，特
别是举办了大量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一批在海外取得
公共政策及其相关领域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服务，出国攻读公共政策及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
学位留学生也大量增加，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规范化与国际化。
(三)学科建制成熟。在学术团体方面，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相继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
研究组织，一个是 1992年成立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另一个是 1994 年成立的挂靠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的中国政策科学学会;有些省市也相应成立了政策科学研究会。在基金来源方面，从
“七·五”开始，国家和地方及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基金就将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课题列入资
助范围，从“七·五”到“十·五”的规划设立了大量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课题(其中不乏重点项
目) ;“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规划中的公共政策研究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大幅增加。
例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的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从“十一五”开始的这三个五年
发展战略与资助规划中，都将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作为重点资助与发展领域;各级政府部门则
更多地资助实际政策问题的调研与咨询项目。在高校的重点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211 工程”
“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项目中，不少高校设立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或类似名称的创
新平台或重点学科项目。在出版发表渠道方面，近一二十年来，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一直是一个
出版热点，许多出版社已推出“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或 MPA)的丛书、系列教材或译丛;一批公
共政策的专业期刊相继问世，特别是不少高校及科研机构纷纷创办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之
类的专业期刊，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或发表的渠道比较畅通。
(四)专业教育兴起。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作为大学专业教育以及干部培训的一个新领域，
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20世纪 90年代初、中期，我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开始了政策分析的研究生
和本科生教育(例如，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在 1993、1994 年在行政学硕士点中设立了政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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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向) ，并在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中成立公共政策的教研机构(例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
大学的公共政策教研室或系) ;1998年设立的全国首批的3个行政管理博士点或者设立政策分析
方向或者开设政策科学研究的课程。进入 21世纪，许多院校纷纷在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和社
会学等学科的硕士点中设立政策分析或公共政策方向。到 2006 年为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的 56个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中，大都设置了公共政策的研究方向。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批准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公共政策分析”成为该学位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和课
程基础之一。进入新世纪，政策分析的博士教育迅速发展，在迄今为止设立的 48 个公共管理一
级学科博士点中大多设有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2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修订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增加了“公共政策”这个
唯一的二级学科。在我国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目录中，“公共政策”专业也早已名列其中(中山
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是首批开设公共政策本科专业的高校)。此外，作为干部培训的一个
新领域，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也不断加大了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研究与教学的力度。
(五)职业化态势形成。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的职业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学科的发展演
化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政策分析职业化指的是政策分析成为一种正式工种或职业，就业者所
从事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及其知识应用的专业活动。作为 20 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知识工业的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政策分析日益成为一个热门的职业，而政府、智库(思想库)、咨询公司、大学
及科研院所是政策分析者云集的几种主要的机构。例如，在美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
初开始，“政策分析者”一词便经常被人们用来表示政策研究的实践者或学术家的身份。弗兰克
·费希尔在《公共政策评估》一书中说，公共政策分析早已成为美国的一项重要产业，政策分析者
们为各种不同组织或个人做分析评估服务，就业背景包括总统办事机构、立法小组委员会成员、
内阁机构、各种政治利益组织、政治智囊团(智库)、学术界和私人咨询公司等。①在我国，政策分
析职业化的态势已经形成并初具规模。长期以来，在我国有大量从事实际政策研究或政策分析
职业的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的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发改委(局)、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政策研究单位，高校、
党校和行政学院，科研院所，科协和社科联一类的协会以及其他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咨询公司等。
许多人在这些单位从事的是政策分析职业，职业身份是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以及教师和研
究人员，在我国还没有类似“政策分析者”的职业名称。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以及政策思想市场的
形成特别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育成熟及咨询业的发展，政策分析必将成为一种体面且有吸
引力的工作，其职业化规模将继续扩大。
与政策分析职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政策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推进。无论是学术研究、学
科发展、人才培养，还是知识的应用靠的还是人才，人才团队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一二十
年来，随着学科专业的发展尤其是 MPA专业学位的开办以及数以百计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
院或研究院的设立，我国政策科学的教学科研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论著作者标注自己的研
究领域为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即表明作者自己的政策分析者或政策研究者身份。
(六)知识应用广泛。从一开始，政策科学的知识及研究成果便被应用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政策决策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之中;智库或思想库开始发育成长，一些官方的或民间
的政策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包括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室或经济社会研究中心) ，高
校和社科院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或发展研究院一类的政策参谋咨询机构。近一二十年来，越来
越多公共政策学者个人及团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尤其是以政府部门的顾问或咨询专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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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页。
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实践中，活跃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等各个政策领域以及国家治
理或政府治理与改革的方方面面，公共政策学者和专家在推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
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 2013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的号召之后，作为公共政策学最纯粹的组织体现的智库或思想库的建设方兴未艾，一大批国家和
地方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智库建立起来了。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随后 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名单。
但是，目前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构建与发展水平还不高，存在着学科与知识体系不完整，学
术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中国特色不够鲜明等突出问题。
一是在知识增长(特别是学术创新)方面，中国政策科学的总体研究水平不高，学科的基础
不牢，成熟的研究范式尚未真正形成;公共政策领域的学科定位难以确定，其跨学科整合研究的
特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学科分化程度较低，公共政策学科许多分支学科并未建立起来;大量的
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学术研究存在定性多定量少的倾向;对于国外该学科最新发展
趋势的跟踪以及对其理论与方法成果的消化和吸收有待加强;中国本土化理论的研究也刚刚起
步，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构建及学术创新任重道远。
二是在学科建制及人才培养方面，成规模的、相对独立运作的公共政策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的
数量有限，设置独立的公共政策专业的院校数量不足;学会或研究会的建设相对滞后，基金来源
及资助的课题数量还不能满足日益强劲的学界与社会的需求;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学术杂志不多，
学术著作的出版也遇到了出版资金和发行量不足的问题。
三是在知识应用方面，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研究，知识应用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科学学
科的价值特别是它作为智库建设与咨询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学科的地位迄今并未被人们所充分认
识，公共政策思想市场有待进一步培育，学界与政界的制度化联系及沟通渠道需要拓展，作为学
界与政界联系桥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育还不成熟。
三
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既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和地方
重大的战略和政策需求领域。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演进，以及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公共政策及公
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理论上看，科学研究的“第四种范式”、计算社会科
学、后学科时代和以问题导向为中心的知识增长方式的出现，特别是行为、模拟、预测与实验研究
以及数据分析途径的异军突起，改变了公共政策及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知识体系。
从实践上看，全球公共部门治理变革持续深化，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模式以及公共政策的
议程和内容悄然改变。在我国，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号角，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意愿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我国在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
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创新性
国家建设，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执
行，呼唤推进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理论创新与知识应用。
改革与发展的大量政策问题需要系统研究，政策实践及其创新经验也需要及时总结。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公共政策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
和新论断，包括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特别是公共决策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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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加强政策执行、评估和督查以及政策检验的人民满意标准等;党和政府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政策实践创新，创造出了大量新鲜经验，如突出问题导向、顶层设计、找到最大公约
数(决策共识)、先调研后决策、马上就办(政策转化为行动)、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政
策督察、第三方评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策思想体系与鲜明的政
策实践风格。这为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经验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重要性、目标、方向、原则、要求和措施，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指明了方向。如
何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精神，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
着力建构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体系，既是党和国家向政策科学界提出的一个重
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我国政策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构建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打造中国特色
的政策科学，需要充分了解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深入思考、把握和处理好政策科学中的学术与
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关系，并从指导思想(价
值维度)、实践维度、传统维度和世界视野等层面来推进。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策与策略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政策科学提
供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准则，并构成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立足于实践与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政策问
题。必须关注这些问题，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与理论创新，善于
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用新的话语和理论成果引领新的实践。
———弘扬中国政策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先人为全人类留下极为丰富的政策思想文化
遗产，要按照“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原则，对中国政
策科学的历史传统及思想遗产加以审视，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跟踪国际政策科学发展前沿。在突出本土化及其传统，采取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
发出中国声音的同时，拓展全球视野，密切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大
胆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政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成果。
当前需要关注如下几个研究重点:一是公共政策的创新经验与实践风格研究。“政策和策略
是党的生命。”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实践经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实践创新，创造了大量新的经验，形成了鲜
明的政策实践风格。要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创新实践经验与实践风格加以总结提炼，并作为中国
特色政策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实践中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要对从中央到地方的
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人口、环境等领域的政策变迁，政策内容与政策创新进行实证
研究，建设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实践数据库与案例库，讲好公共政策领域的“中国故事”，用中国政
策科学理论诠释中国现实的政策实践。三是公共政策的行为、模拟、实验和预测研究。立足学科
交叉融合，关注国际公共政策的理论和方法前沿，运用行为研究、实验研究、预测研究、模拟仿真、
数据挖掘等方法和技术，探讨中国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的机制和方式，检验政策方案、评估政
策执行效果，提升政策分析水平。四是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国公共政策实践
发展亟待公共政策理论的指导。要以“立足本土，挖掘传统，展望世界”为原则，总结提炼中国政
策实践经验、政策话语与政策思想，从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入手努力实现公共政策实践与理论的
对接，探索公共政策实践 －公共政策话语 －公共政策理论 －公共政策学科的学术发展规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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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政策的话语、理论和学科体系。五是重视公共政策知识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发挥政策
科学在政策实践中的理论指导作用，以智库为载体，重视公共政策相关知识的增长与积累，强化
这种知识的开发与应用的力度。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创新政策知识
应用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智库作为沟通学界、政界及社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拓展政策知
识应用的范围、深度与广度，增强中国政策科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
在加强学术创新及理论体系建构的同时，必须推进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学科专业建设。这
里着重指出三点:
———提升政策科学的学科地位。政策研究不只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更是跨学科交叉学
科研究及软科学(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学科领域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政
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环境政策等实质性政策领域也构成各个
相关学科的一个重要知识分支或主题领域。从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的角度看，目前公共政策主要
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的设置与其真实的学科范围和地位不相称，也不利于
学科的交叉融合。可以考虑将公共政策或政策科学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中分离出来，整合不同
学科领域的政策知识分支，将之设置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从属于目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新设
置的学位授予的“交叉学科”领域，提升政策科学的学科地位，拓宽政策科学的学科视野，夯实公
共政策的知识基础。
———完善政策科学的学科体系。该学科不仅包括政策科学理论、政策分析方法与技术、本国
公共政策、比较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伦理、战略研究、未来研究、制度分析与公共选择等学科分支
的研究，而且包括前述相关学科的政策知识分支———各个实质性政策领域的研究，还包括政策过
程基本环节或功能活动，如政策规划(或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周期、政策实验、政
策扩散、政策变迁、政策创新等的研究。要加快政策科学学科分化与整合的步伐，尽快建立起一
个包括上述这些分支学科或主题领域在内的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体系及课程体系。
———培养政策分析的专门人才。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智库的建设与发展，迫切需要大批
的专门人才即政策分析者。政策科学刚刚兴起时，一些著名高校和智库的专家学者便发现这个
新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潜力，开展研究生教育，尤其是设立公共政策硕士(MPP)项目。公共管理
硕士(MPA)和 MPP这两个专业学位项目在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曾一度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化”
倾向，但 MPP仍然是有别于 MPA的相对独立的学位项目。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咨询业以及其他公共部门源源不断输送政策分析专门人才，有必要将设置
独立的公共政策硕士(MPP)专业学位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必须加强政策科学的人才队伍
建设，扩大师资与研究队伍规模，培育人才创新团队，重视师资培养与学术交流，提升人才队伍的
整体素质及专业化水平。
总之，改革开放 40年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建构与发展成就显著，但存在问题也不少，挑战与
机会并存。因此，必须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转折，把握科学技术发展
趋势以及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中国特色政策科学取得进一步突破，以适应新时代迅速变化
着的中国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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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hina Policy Sciences
———Ｒ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y in China’s 40 Years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Chen Zhenming
China Policy Sciences is a special discipline that has grown up in the cours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Ｒ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discipline of China Policy Sciences during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examin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de-
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we think that Policy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ill embraces
a broad future． We must conform to the historic turning poi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vance the con-
struction of a system of discourse，theory and discipline for Policy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to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ublic policy that is undergoing a rap-
id change in the new era．
Core Logic，Spirit and Orientation of China’s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Liu Zhibiao
The core logic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he insufficiency of market － oriented reform will restrain the vita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whole society，but the excessiveness of market － oriented reform will lead to
disorder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operation．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precedent for such a big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a billion going massively from poverty to a modernized coun-
try，therefore?China’s experience in market － oriented reform is of great value in promo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world． In the past，we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reform of vertical governance sys-
tem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and now we need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form of horizontal governance system． Let the market build a market to cre-
ate a strong market and let the government form a strong government in the aspect of social develop-
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this pattern of dual strength should be the basic direction for further
reform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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